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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剥夺理论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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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剥夺理论,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２００９),采

用稳健 O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

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

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结果显示:第一,周工作时间越长表明绝对剥夺程度越

高,这将导致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第二,务工年限的增多以及社会保险补偿作用的缺

失会加重多阶剥夺的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负强化作用;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

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使
用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３)所做的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为此提出

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

其长期的超负荷工作;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第三,
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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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在就业和生活压力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其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对未来的预期均有所下降[１],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

文化冲突、贫富差距加大、向上流动机会狭窄等诸多社会因素引发的心理问题,极易导致农民工的心

理失范,并继而发酵为行为失范:越轨行为,犯罪行为,甚至集群行为[２Ｇ３].由于农民工心理问题引发

社会冲突的相关报道屡见报端,社会各界给予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０１４年发

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强调: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

关怀,重视农民工精神卫生工作并对有需要的农民工及时开展心理疏导.
有效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关乎农民工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同时对于社会稳定和城

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

态.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即认识、情感、意志、行
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与社会保持同步.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显然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

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实地调研均发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４],其心理健康水

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平均水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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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在评估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

的主要因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４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和社会特征.在个人特征

方面,性别、年龄、婚姻状态、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均被认为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其中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已婚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要显著好于未婚者[６],但是性别的影响却呈现

出明显的差异.汪润笙等认为,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性[７];而李卫东等的研究却显

示,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８].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生活条件,并且良

好的家庭条件对农民工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９].在工作特征方面,工资收入水平、务工时

间、工作时间、企业管理水平以及工作类型甚至是就业地区均可能会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
中工资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与农民工心理健康呈正相关关系[１０],工作时间与农民工心理健康呈负相

关关系.在社会特征方面,社会支持或社会资本均会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社会支持能够为

农民工提供情绪疏解通道,有利于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对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

康具有调节效应[５];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则较为复杂:信任和网络密度对农民工心理健

康有积极的影响,但与当地人的交往以及异质性社会资本则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１１].
纵观文献,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描述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或讨论

其中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其次,已有研究几乎均是基于某一地区的调查展开,存在着样

本数量偏少,代表性不足等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Ｇ
MIC２００９),基于剥夺理论的视角,在充分考虑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的前提下,从劳动时间、务工

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收入位置感知等指标对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三个维度进行界定,以
期深入分析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剥夺”(deprivation)是指由于不平等带给人的主观上的感受.这个概念最初出现时并没有给出

一个正式的定义,也没有给出它的测度方法[１２].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解释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社会

运动时的高使用频率.当然,社会学解释剥夺不是指剥夺的行为,而是指被剥夺的一种状态,并且这

种状态一方面是指客观经济的被剥夺状态,另一方面是指被剥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１３].本文所

指“剥夺”包括多个维度,既有客观层面的“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又有主观层面的“相对剥夺”,后者

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和心理状态.
所谓绝对剥夺,是指由于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人群的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马斯洛

的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且由较低层次到较高

层次依次排列,其中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１４].马斯洛认为,只有最基本的生理需

要得到满足以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因此最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会将

农民工固定在生存层次,使他们无法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而这将会极大地制约农民工的个人发展.
对未来的茫然和对自身发展的失望均会使农民工产生焦虑和抑郁心理,从而显著地降低其心理健康

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心理健康的前提是心理适应,只有在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

情况下,农民工心理健康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严重阻碍了上述过程的实

现,这势必会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１:绝对剥夺程度越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当绝对剥夺形成一个链条时也就成了“多阶剥夺”,它主要是指一个人或群体在其生命周期中,所

受到的前后相继的、多次的和累加的剥夺现象[１３],该概念与代际没有关系,是一个人一生中受到的反

复剥夺现象,不仅剥夺现在的劳动力,也剥夺未来的劳动力.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
而他们却被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制度约束在低端的或次级的劳动力市场,长期从事繁重且无保障的

工作[１５],这显然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而生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础,那么由“多阶

剥夺”所导致的躯体化伤害则会对农民工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是物质资料生

产的重要作用力,而作为一种商品,劳动力所蕴含的价值对于其自身的生存发展以及劳动供给的延续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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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①.然而“多阶剥夺”对农民工现在和未来的剥夺,极大制约了农民工维持自身生存发

展和延续劳动力供给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综上,本文提出第二个

假说:
假说２:多阶剥夺程度越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如果有绝对剥夺就必然存在相对剥夺,并且当绝对剥夺和多阶剥夺问题得到缓和以后,相对剥夺

问题便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１３].“相对剥夺”是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人或群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

一种感知[２].其中参照群体既可以是横向上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以空间为维度),也可以是纵向上

的过去的自己(以时间为维度).一般而言,当某个人或群体:(１)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某种资源 X;
(２)意识到他人或群体具有X;(３)期望拥有X;(４)并且这种期望是合理的时候,个人或群体便会产

生相对剥夺感.尽管同处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特别是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他们期望获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待遇,但由于自身能力和长

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他们的合理期望难以达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极易产生相对剥夺

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利感知会导致个人或群体心理严重失衡,进而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

为愤怒、怨恨或不满等.这显然会降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３:相对剥夺感会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产生负向强化.

　　二、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２００９),本次调查由

北京师范大学、昆士兰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进行,并得到了国家统计局和德国劳动研究所的

支持.调查包含５０００个流动人口家庭(MHS)、８０００个农村家庭(RHS)和５０００个城镇家庭样本

(UHS).根据研究目的,本文使用其中的农村─城镇流动人口子样本(MHS).流动人口样本来自

课题组自行设计的抽样框,涉及了出现在城镇和农村调查中的９个省份１５个城市,包括:上海市;广
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和东莞市;江苏省的南京市和无锡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和宁波市;湖北省的武汉

市;安徽省的合肥市和蚌埠市;河南省的郑州市和洛阳市;重庆市;四川省的成都市②.而中国的大部

分流动人口都集中在上述城市.相较于其他微观调查数据,RUMIC的流动人口数据调查范围更广、
代表性更强、数据量也更大,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最为权威的数据.值得说明的是,该调查

包含了详细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和工作信息等,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本文将农民工界定为“具有农业户籍身份,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工资收入者,并未包括那些农业

户籍的具有雇主、个体经营和自我雇佣身份的二、三产业从业者”,采用此定义主要考虑到受雇型农民

工占到了农民工总量的绝大多数,并且受雇人员与自营人员在劳动方式、经济境遇和社会地位上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１].此外,本文还根据法定就业年龄(男性１６~６０岁,女性１６~５５岁)、就业状态等方

面对农民工进行了筛选,同时删除了某些重要信息(受教育年限、工资收入、家庭信息等)缺失的样本,
最后得到了４１９７个农民工样本,本文的实证研究均是基于此样本.

２．变量界定

(１)因变量.RUMIC２００９ 通过 １２ 项一般健康问卷(１２Ｇitem generalhealthquestionnaires,

GHQＧ１２)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测量.GHQＧ１２由 Goldberg于１９７２年编制,主要用于询问

被试个体的心理体验以及对社区人群心理健康进行筛选.相关研究已经表明 GHQＧ１２能够有效测

５９

①

②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也具有价值.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三个部分:维持劳动者自身

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劳动

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
关于本次调查抽样框的设计和调查细节的具体介绍请参见李实、佐藤宏、史泰丽主编的«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国居民收

入分配研究IV»,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或访问http://www．ciidbn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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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真实地反映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１６Ｇ１７],基于中国人口的心理健康

研究同样证实了 GHQＧ１２量表的可靠性[１８Ｇ１９].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１２项的alpha信度系数达到了０．８２１０,表明测验结果稳定且可靠.这１２个

项目每个项目下均有４个选项,由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区分农民工群体中的高危群体、中危群体抑

或低危群体,因此与已有部分研究采取的０─０─１─１评分方法不同[２０],本文将这４个选项分别赋值

为１、２、３、４;然后将农民工对１２个项目的回答选项加总构成心理健康指数,该值越高,表明农民工的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也就越好.表１显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指数平均为４０．４０９,低
于同期城镇职工心理健康指数(４０．６６９)和城镇居民心理健康指数(４０．５３５)①.

(２)自变量.绝对剥夺:过长的劳动时间和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均被认为是绝对剥夺现象[１３].
不过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因此农民工工资的拖欠

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农民工超时劳动问题却仍然值得注意.２０１４年全国农民工调查报告

显示,外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仅占０．８％,而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４４小时的农民

工则占到了８５．４％,如果按照«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４０小时的法定标准,超时劳动的

比例还要更高.相比较而言,农民工超时劳动问题更为严重,因此本文选择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
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绝对剥夺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从表１可知,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近５８小

时,超出国家法定劳动时间(４０小时)约４４．０％.
多阶剥夺:工伤、工作场所的损害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均是多阶剥夺现象比较突出的表现,其中

前两项属于直接伤害,而社会保障起到的是后期补偿作用.在现实中,农民工长期被固定在“脏、险、
苦、累”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较差,并且超时劳动现象严重,因此他们所受到的多阶剥夺应该与“务工

年限”有密切关系,并且务工年限越长,农民工受到剥夺越多,这些剥夺随着务工年限的加长而形成一

个剥夺链条,进而构成“多阶剥夺”.具体到本次调查,农民工的平均务工年限达到了６．６年.但是如

果有社会保障的介入,则农民工受到的多阶剥夺可以实现后期的补偿、避免后期的剥夺[１３],因此农民

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是衡量农民工是否受到“多阶剥夺”的良好指标;若没有,则可视为对农民工

未来劳动力的剥夺.因此,本文选择务工年限和参与社会保险的情况等两个指标测度农民工所遭受

的多阶剥夺.
相对剥夺:作为一种心理感知,相对剥夺又称“相对剥夺感”.从对比标准来讲,相对剥夺感被区

分为单维剥夺感和多维相对剥夺感,前者仅从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的收入差异来分析相对剥夺,而后者

则是依据职业、阶层、地缘等关系形成的不同个体或群体间的差异对比所形成的被剥夺感[２１].考虑

到多维相对剥夺感缺乏成熟有效的测量工具,本文主要从单维相对剥夺感切入研究.从参照对象来

讲,相对剥夺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群体内部中不同个体间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另一类是在两个具

有特定差异的群体间所形成的相对剥夺感.总体而言,相对剥夺感是社会比较的结果.由于个人常

与类似群体进行比较,而农民工收入较为直观的比较对象是老家的村里人,但是随着外出时间加长,
他们的参照群体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②.综合以上,本文对相对剥夺感的测量来源于农民工与老

家村里和城市个人的收入比较感知③.由表１可知,尽管农民工的工资一般高于农村居民,但仍有

１１．６％的受访者认为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老家村里人,高达６９．１％的农民工认为其个人收入低于城

里人.
(３)控制变量.根据已有实证研究文献,本文分别从农民工个人和家庭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

年限、健康、婚姻、家庭储蓄)、工作特征(工资收入、劳动合同签订、食宿情况)和社会特征(社会事件和

与联系人的联系频次)等方面选取了控制变量,同时本文还考虑了部分心理因素(生活满意度)的

６９

①

②

③

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心理健康指数根据 RUMIC２００９中的城镇子样本(UHS)计算得出.
农民工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既走“农村隧道”,又处于“城市隧道”.而群体内部又存在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走的基本是

“城市隧道”,而老一代农民工走的则是“农村隧道”.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不予深究.
具体的问题为:“您认为您家的人均收入与老家村里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您认为您的个人收入与您目前所

在城市平均个人收入水平相比,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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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３．描述性统计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１,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２８岁,以青壮年为主,其
中男性约占受访者的２/３.由于样本中的农民工较为年轻,他们的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回答“一般以

上”水平的比例达到了８４．４％.此外,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５８８年,略高于初中毕业水平.
不过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状况却并不乐观,仅有６７．５％的受访者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且高达２５．４％
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

表１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心理健康指数 连续变量 ４０．４０９ ４．４６７ １６．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０．６５５ ０．４７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年龄 连续变量 ２８．１１７ ９．８２７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健康状况 一般以上＝１,一般及以下＝０ ０．８４４ ０．３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１,未婚＝０ ０．３８０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９．５８８ ２．７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家庭储蓄(对数) 连续变量 ３．１９６ ４．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１３
工资收入(对数) 连续变量 ７．２７７ ０．３９７ ５．７０４ ９．２１０
合同签订情况 有合同＝１,无合同＝０ ０．６７５ ０．４６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工作餐 提供＝１,未提供＝０ ０．７３６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住宿 提供＝１,未提供＝０ ０．７１４ ０．４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联系频次 一周至少一次＝１,一月至少一次或更少＝０ ０．６２３ ０．４８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正性社会事件 发生＝１,未发生＝０ ０．３１５ ０．４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负性社会事件 发生＝１,未发生＝０ ０．１０８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生活满意度

不满意＝１,其他＝０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一般＝１,其他＝０ ０．４６２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满意＝１,其他＝０ ０．４６１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周工作小时数 连续变量 ５７．７２４ １４．１１４ ５．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
务工年限 连续变量 ６．６１１ ６．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社会保险 未参加＝１,参加＝０ ０．２５４ ０．４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家庭人均收入与老家村里比较 较低＝１,其他＝０ ０．１１６ ０．３２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民工个人收入与城市个人比较 较低＝１,其他＝０ ０．６９１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①正性社会事件主要是指在过去１２个月内发生过包括结婚、找到对象、怀孕、子女出生以及找到一份好工作等使人产生积极情

绪的事件;②负性社会事件主要是指在过去１２个月内发生过包括离婚或分居、生大病或意外伤害、有家人去世、家里盖房/买房

等使人产生负面情绪或有压力的事件.

　　三、计量检验

　　１．绝对剥夺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表２给出了绝对剥夺对农民工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１、２为基础模型,模型３、４加入

了绝对剥夺变量(周工作小时数).总体来看,模型对数据拟合较好.由于变量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

关性,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factor,VIF)为
３．８８,远小于经验数值１０,因此可以认为变量间的相关性较弱,单个变量的贡献估计准确.同时异方

差是在截面数据分析时经常遇到的问题,为此所进行的 White检验和BP检验均证实了异方差问题

的存在.因此,本文主要使用“OLS＋稳健标准误”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generalized
leastsquares,FGLS)来进行处理(下文同),考虑到后者比前者更为有效,以下分析以 FGLS为主

展开.
(１)绝对剥夺.表２中模型３和模型４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周工作时间越长,其心理健康

水平越低,这与假说１是完全吻合的,这说明绝对剥夺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在

RUMIC２００９中,农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５７．７小时,超出法定劳动时间１７．７个小时,这将导致农民工

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０．２６６个单位.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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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绝对剥夺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１(OLS) 模型２(FGLS) 模型３(OLS) 模型４(FGLS)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性别 ０．７８８∗∗∗(０．１４９) ０．７６５∗∗∗(０．１３９) ０．８２４∗∗∗(０．１４８) ０．７９４∗∗∗(０．１４２)
年龄 ０．００４(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０．０１０)
健康状况 ２．２２０∗∗∗(０．１８８) ２．１０３∗∗∗(０．１８２) ２．１９１∗∗∗(０．１８６) ２．０７５∗∗∗(０．１８１)
婚姻状况 ０．１８６(０．１８３) ０．２１８(０．１７９) ０．１８２(０．１８３) ０．２１７(０．１７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７(０．０２６) ０．０２８(０．０２６) ０．０１６(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０．０２６)
家庭储蓄(对数) ０．００９(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０．０１５) ０．００９(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０．０１５)
工资收入(对数) ０．８２５∗∗∗(０．１８０) ０．７８７∗∗∗(０．１７１) ０．８２０∗∗∗(０．１８０) ０．７７６∗∗∗(０．１７１)
劳动合同 ０．４６０∗∗∗(０．１４３) ０．５０４∗∗∗(０．１３９) ０．３６５∗∗(０．１４７) ０．４０５∗∗∗(０．１４２)
工作餐 ０．２７３(０．１６９) ０．４０９∗∗∗(０．１５７) ０．２９９∗(０．１６９) ０．４２９∗∗∗(０．１５７)
住宿 ０．２９９∗(０．１６５) ０．２８９∗(０．１５５) ０．３４２∗∗(０．１６４) ０．３２７∗∗(０．１５５)
联系频次 ０．４４６∗∗∗(０．１３３) ０．４３３∗∗∗(０．１３０) ０．４３３∗∗∗(０．１３２) ０．４２０∗∗∗(０．１３０)
正性社会事件 ０．７１４∗∗∗(０．１４０) ０．７４４∗∗∗(０．１３７) ０．７０８∗∗∗(０．１４０) ０．７３７∗∗∗(０．１３７)
负性社会事件 －０．６９４∗∗∗(０．２０７) －０．８１９∗∗∗(０．２００) －０．６６９∗∗∗(０．２０６) －０．７８４∗∗∗(０．２００)
生活满意度(一般) ２．４１６∗∗∗(０．２９９) ２．３９８∗∗∗(０．２９１) ２．３８６∗∗∗(０．２９８) ２．３８５∗∗∗(０．２９０)
生活满意度(满意) ３．８９４∗∗∗(０．２９７) ３．８１６∗∗∗(０．２８９) ３．８５３∗∗∗(０．２９６) ３．７９１∗∗∗(０．２８８)
周工作小时数 －０．０１６∗∗∗(０．００５) －０．０１５∗∗∗(０．００５)
常数项 ２７．４８２∗∗∗(１．２８９) ２７．９２２∗∗∗(１．２５０) ２８．５９９∗∗∗(１．３３３) ２８．８６６∗∗∗(１．２９８)

R２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１
P＞F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模型１和模型３报告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深对上述结论的认识:第一,农民工所

从事工作的强度一般较大,超长的工作时间所造成的生理疲劳会带来职业紧张和心理压力,进而对其

心理健康会产生消极影响;第二,从农民工的工作内容来看,农民工多从事低端的工作:机械性、重复

性且缺乏创造力,这易使他们产生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从而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第三,在时

间一定的情况下,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自由活动与放松身心的机会越少,与人交流沟通的时间越短,
因此超长的劳动时间会使得农民工心理问题得不到有效疏解,这显然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２)控制变量.主要控制变量在模型１和模型２、模型３和模型４中的符号、显著性水平始终保

持稳定,甚至具体数值也非常接近,这表明上述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模型４的结果具体来看:
在个人特征变量中,男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女性农民工,可能的原因是男性农民工的抗压

能力更强,而女性农民工往往面临着一定的性别歧视,且参与社会角色的增多易导致角色紧张,从而

使女性农民工更易遭遇心理紧张,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心理健康没有影

响;农民工躯体化健康与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心理

健康水平比那些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农民工增加２．０７５个单位,这进一步突显了躯体健康对农民

工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经济条件对农民工个人的心理健康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刘连龙等[９]的研

究结果相悖,从前述婚姻状况来看,这似乎表明家庭无论是在情感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均缺乏对农民

工心理健康的支持,农民工家庭的缺位问题值得关注.工作特征的相关变量表明,良好的工资收入、
福利条件以及劳动合同均能够显著地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这与刘林平等[２０]的结论相似,这也

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从社会特征来看,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心理健康具有

较好的保护作用:从微观意义上来讲,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个人的社会网络和个人所处社会结构中的

可调动的资源,个体期望通过摄取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获得工具性行动回报或情感性行动回报,
其中情感性行动回报是维持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如心理健康等.另外正负性社会事件的影响方向也

与经验判断相符.心理特征因素对农民工心理健康表现出显著且正向的影响,相比于那些“生活不满

意”的组别,生活满意度(一般)和生活满意度(满意)的心理健康水平分别增加２．３８５和３．７９１个单位.
这可能是因为心理健康本质上属于心理范畴,那么个体的主观心理活动必然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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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多阶剥夺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表３　多阶剥夺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５(OLS) 模型６(FGLS)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务工年限 －０．０５５∗∗∗(０．０１５) －０．０５３∗∗∗(０．０１４)
社会保险 －０．４６１∗∗∗(０．１５２) －０．５４５∗∗∗(０．１４６)
常数项 ２６．９３２∗∗∗(１．３１１) ２７．４０１∗∗∗(１．２６０)

R２ ０．１５５ ０．１４３
P＞F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模型５报告的是异方

差稳健标准误;其余控制变量的选择同表２.

表３报告了衡量多阶剥夺的“务工年限”和“社会保

险”变量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 OLS和FGLS回归结果.
从表３可以看出,上述变量的估计值及其显著性在模型

５和模型６中始终保持稳定,而主要控制变量的估计情

况与表２也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此处没有报告).以下

分析以模型６为基础展开.
(１)务工年限.表３显示,务工年限与农民工心理

健康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假说２是

完全一致的.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农民工的

各项工作条件和劳动权益均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例如劳动时间).根据前文的研究,这将导致农民工

心理健康水平的显著下降,而农民工在城镇务工年限的延长则意味着反复遭受上述剥夺,即多阶剥

夺,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水平的显著下降.
(２)社会保险.在模型６中,未参加社会保险将导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０．５４５个单位,

进一步证实了假说２.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参加社会保险意味着对农民工所遭受多阶剥夺的后期

补偿,即可以有效缓解农民工的多阶剥夺,避免后期的剥夺,从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而未参加

社会保险则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相反的作用.

３．相对剥夺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表４　相对剥夺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

自变量
模型７(OLS) 模型８(FGLS)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与老家村里

人收入比较
－０．３５４(０．２１７) －０．４２２∗(０．２２０)

与城市个人

收入比较
－０．３７３∗∗∗(０．１４０) －０．２４１∗(０．１３５)

常数项 ３３．３９３∗∗∗(０．５７１) ３３．０１４∗∗∗(０．５３０)

R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５０
P＞F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模型７报

告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其余控制变量同表２.

表４显示:不论是基于老家村里的家庭人均收入比

较,还是参照城市的个人收入比较,二者所产生的相对

剥夺感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这与假说３是完

全一致的.以下使用模型８进行讨论.
(１)与老家村里人相比较.在模型８中,如果觉得

自己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老家村里的人均收入水平,那
么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将显著下降０．４２２个单位.农

民工与老家村里人本属于一个群体,但农民工之所以作

出外出务工的选择,其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收入.
但由于自身的原因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异,部
分农民工未能将自己家庭的收入提高到老家村里人的平均水平,这显然将给他们带来明显的相对剥

夺感,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２)与城市个人相比较.进城以后的农民工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城市居民为参照进行收入比较,但

农民工在户籍状况、人力资本等许多方面均存在着明显劣势,因此收入水平也往往低于城市居民.模

型８显示,如果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平均个人收入,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将导致心理

健康水平下降０．２４１个单位.尽管在数值上低于与老家村里人比较产生的剥夺感(０．４２２),但考虑到

６９．１％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城市平均水平,远高于１１．６％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老

家村里人平均水平,由此所导致的心理健康水平降幅反而更大.

４．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２０１３)①数据进行了稳健性

分析.其中,因变量来源于农民工对“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的回答,
选项是“总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本文的处理方式是将“总是”和“经常”合并为０,

９９

①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始于２００３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

CGSS２０１３采取多阶段和分层抽样设计,覆盖了中国大陆除新疆、西藏和海南之外的２８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共收集样本

１１４３８个.调查包含详细的个人信息(人口学特征、社会态度、工作特征),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根据研究目的,本
文选取了劳动时间、社会保险、务工年限、公平感知和阶层认知等主要信息完整的样本共１１８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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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等于１,“很少”和“从不”赋值为２.显然,数值越大,表明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另外,本文分别选取了“劳动时间”表示绝对剥夺,“务工年限”和“社会保险”表示多阶剥夺,“社会

公平感知”和“社会阶层感知”表示相对剥夺①.值得说明的是,在CGSS２０１３中并没有与相对剥夺直

接相关的问题,但“社会公平感知”和“社会阶层感知”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农民工与其他阶层或群体相

比较所产生的感受,因此可以说上述变量能够很好地衡量农民工相对剥夺的情况.
由于因变量是一个三项有序选择变量,因此本文选择使用 Ordered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５.表５的回归结果表明,除“社会保险”变量外,周工作时间、务工年限、社会公

平感知和社会阶层感知等变量均统计显著,说明较长的工作时间和务工年限,以及较低的社会公平与

社会阶层感知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亦即绝对剥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程度越

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假说１、假说２和假说３同时得证.
表５　稳健性分析的OrderedProbit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８(绝对剥夺) 模型９(多阶剥夺) 模型１０(相对剥夺)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系数(标准误)
周工作时间 －０．１３９∗(０．０７９)
务工年限 －０．０１２∗∗∗(０．００４)
社会保险 －０．０６１(０．０９４)

社会公平感知 －０．０９２∗∗∗(０．０３３)
社会阶层感知 －０．０３６∗(０．０２１)

样本量 １８１１ １８１１ １８１１
P＞chi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PseudoR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６
Loglikelihood －１１３７．４８６ －１１３４．４５８ －１１３２．８８８

　注:∗∗∗ 、∗ 分别表示在１％、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婚姻和生活满意度等,限于

篇幅没有报告.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２００９),使用剥夺理论,分析绝对剥

夺、多阶剥夺和相对剥夺影响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内在机理,并从劳动时间、务工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和

相对收入位置等指标对上述三个剥夺维度进行了界定.在实证研究中,充分考虑了多重共线性和异

方差问题,并运用稳健标准误和FGLS回归对此加以克服.同时本文另外使用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CGSS２０１３)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绝对剥夺程度越高,农民工心理健康

水平越低,表现为周工作小时数与农民工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务工年限对

农民工心理健康具有负强化作用,而社会保险的补偿作用则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因此

多阶剥夺程度越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第三,参照对象无论是老家村里人还是城市个人,相
对剥夺感的存在均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缓解农民工的被剥夺程度可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基于提高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目的,本文

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启示:
第一,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将其劳动时间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其长期的超负荷工

作.过长的劳动时间会使农民工产生绝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虽然«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有明确的规定,但农民工超时工作现

象极为普遍.各级劳动监察部门要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完善日常巡视检查制度和责任制度,依法

严厉查处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有关部门要认真受

理农民工举报投诉并及时调查处理,确保农民工的各项劳动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第二,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的缺失,会加重农民工

的多阶剥夺程度,进而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政府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

００１

① 核心自变量的处理方式同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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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增强社会保险的可携带性;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
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另外,企业也应该制定合理的薪

资水平,完善工作保障机制,并主动为农民工购买和提供社会保险,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
第三,重视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给予其积极有效的引导.心理问题的产生,主观因素占

有重要地位,无论和老家村里人还是和城市居民相比较,相对收入的下降都会使农民工产生相对剥夺

感,进而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政府应逐步增加资金投入,探索建立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社区康复机

构及社会组织、家庭相互支持的心理健康康复服务体系,建立更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设立心理

咨询与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并配备专业人员,及时、科学开展心理援助工作.企业要加强对农民工的人

文关怀,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卫生宣传工作,提高农民工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农民工正确

认识心理行为问题,提高农民工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将心理健康知识纳入岗前和岗位培训,创造有

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设置心理咨询室,及时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服务,增强农

民工应对和解决心理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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